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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数字化转型不仅是企业保持竞争优势的重要内驱力之一,也是赋能创新网络的重要动力之一。 本文基于 2007—2022
年上市公司的专利及其引用数据,考察了数字化转型通过创新链的溢出效应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 研究发现,数字化转型

显著提高了下游企业的创新水平。 在国有企业样本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较低的地区样本中,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的

影响效果更大。 机制分析表明,知识溢出效应是数字化转型促进下游企业创新的重要途径。 进一步分析发现,不同维度的数

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的创新影响不同,其中技术与平台维度的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的创新促进效果更大,并且数字化转型

对下游企业的创新效率、创新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也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研究结论丰富了企业数字化转型的相关研究,同时

为企业积极融入创新网络提供了重要的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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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技术创新是企业转变生产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核心驱动力,也是实体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的重要

支撑[1] 。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创
新是实现经济发展的首要动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总体创新水平日益提高,党的二十大报告显示,我国研

发经费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研发人员规模居全球首位。 而《2024 年全球创新指数报告》指出,我国创新指

数排名全球第 11 位。 企业高质量发展中仍存在结构性矛盾,科技创新能力仍有待加强。 因此,如何激励企

业参与创新、提升创新效能,是一个亟待且需持续探讨的现实问题。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新的数字技术不断涌现,数字化转型受到了实践界和学术界的广泛关注[2-3] 。 新一

代数字信息技术的融合正在重塑企业的生产方式和创新模式[4] ,越来越多的企业投身于数字化改革的浪

潮,提升数字化水平。 自 2020 年起,我国陆续发布《“十四五”数字经济发展规划》 《“十四五”大数据产业发

展规划》《“十四五”智能制造发展规划》《中小企业数字化转型指南》等一系列政策文件助力企业开展数字

化转型。 数字化转型具有重大意义,不仅帮助企业更好地适应经济环境的变化,还能提高创新效率和质

量[5] 。 同时,在当前开放的创新环境中,整合内部资源和外部知识已成为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关键途径之

一[6] 。 Almeida 和 Kogut[7]提出,区域间知识要素的自由流动能够促进不同主体之间的交流合作,加快知识

的跨部门扩散。 因此,知识溢出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也是当前极为关注的重要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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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国内外相关研究的梳理,可以发现数字技术及数字化转型的概念相对较新,对于数字化转型所

带来的经济效应及对企业微观层面影响的研究仍在持续深化。 文献中不仅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宏观经济和

区域发展的影响[8-10] ,也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微观企业成长的关键作用[11-17] 。 此外,部分研究强调了企业数字

化转型在供应链网络中的重要角色,范合君等[18] 的研究发现企业数字化转型在产业链中存在上下游联动效

应。 屠西伟和张平淡[19]的研究发现,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能够促进下游企业的碳减排,但对上游企业的碳减

排影响有限。 杨金玉等[20]认为客户的数字化转型对上游供应商具有溢出效应,能够倒逼供应商提高创新水平。
从定义上来看,数字化转型与数字经济的发展密不可分,数字化是智能时代下企业发展的必然趋势。

从宏观来看,数字化转型是指借助数字技术的应用,推动经济社会与行业发展实现深刻变革的模式[21] 。 大

多文献从微观层面对数字化转型进行了定义。 一般来讲,数字化转型是依靠新技术的投资对企业商业模

式、业务流程进行重新调整、破旧立新,与客户进行更紧密的互动和协作,通过数据分析和信息获取来提高

业务决策和生产运营效率,以期为企业创造全新的价值,并带来商业和运营模式及组织流程的颠覆性变

革[2 2-23] 。 不同于单个部门的封闭式转型创新,企业数字化转型是包括组织内部各系统,外部产业链和下游

客户等要素的开放式、参与式的企业转型升级[24] 。 因此,数字化转型不仅是对企业自身的深度改造,也会通

过上下游的产业链、创新链产生强烈的溢出效应,进而带来上下游企业的全面升级和创新水平的提高。
综上,现有研究探讨了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绩效的重要影响,得到了丰富的结论。 但是,当前文献在数字

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的关系中较少关注到创新链上的溢出作用,同时未深入探讨不同维度的数字化转型对企

业创新的深层次作用。 基于此,本文研究主要聚焦于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数字化转型是否提高了下游企业

创新水平? 第二,数字化转型是否通过创新链溢出提高了下游企业创新水平? 第三,在哪些情况下数字化

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更强?
区别于已有文献,本文可能的贡献为:第一,当前文献仅关注到了数字化转型与企业自身创新水平之间

的关系[25-26] ,本文则深入讨论了数字化转型对上下游企业的作用,在研究内容上与以往研究相比更为深入,
是对于数字化转型与企业创新相关文献的重要补充。 第二,已有文献尝试探讨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数

量[25,27]和绿色技术创新[28-29]的影响机制,但大多忽略了知识溢出这一重要渠道。 本文探讨了数字化转型是

否通过促进知识溢出而提高了下游企业创新,打开了数字化转型与下游企业创新的内在机制“黑箱”,完善

了理论研究框架。 第三,本文改进了数字化转型指标和知识溢出指标的度量方法。 通过扩充数字化转型的

关键词词库,且基于不同维度构建了数字化转型子指标,实现了在更细的层面上探索数字化转型作用于下

游企业创新的效果。 另外,本文通过利用大数据获取技术,纳入了大规模的专利数据,精确量化了企业间的

知识溢出情况,为理解企业间的知识互动注入了新视角。

二、研究假设

知识溢出表现为一家企业对另一家企业产生的积极影响[30] 。 然而,在传统环境下,地理空间和行政壁垒

等因素常常限制知识和信息的自由流动,利用外部知识开展创新的模式难以展开[31-32] 。 传统创新模式形成了以

需求推动为主要因素的线性封闭创新体系[33] ,其创新活动往往会远离竞争对手和外部参与者,以确保知识掌握在

内部[34] 。 然而在一个开放、竞争的创新环境下,创新的复杂性和不确定性日益增加,仅依靠组织内部研发难以实

现高质量、突破式的创新,利用外部的知识溢出和信息资源的共享是企业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途径[35-36] 。 在推动

知识流动的过程中,数字化转型通过提供高效的信息传递与知识共享机制,加速了知识溢出的过程,能够促进下游

企业创新能力的提升。 具体来说,数字化转型在多个层面为下游企业创造了知识溢出的条件。
第一,在技术与平台层面,数字技术具有明显的外部性,数字信息技术能够加速信息和知识的传播,使

得企业内部的数字化具有明显的知识溢出效应[15,37] 。 迅速发展的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数字

技术,实现了虚拟空间和实体空间的互联互通,推动了企业之间从有形价值创造到无形价值创造的贯通[38] 。
通过即时数字创新平台、云端共享平台等协同合作,企业能够与下游合作伙伴共享技术知识和市场信息,使
知识、思想实现实时共享,实现了从线下价值创造转向了线上价值创新,加速企业间所产生的知识溢出[39] 。
通过数字技术及数字化平台,下游合作企业可获取更多异质性创新资源,准确评估与控制创新活动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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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本,促进创新活动的开展[40] 。
第二,在组织与管理层面,数字技术具有渗透性和协同性,利用在线交流、远程协作及云端生产等多个

数字化场景,削弱了距离、制度等跨部门协作的制约,推动了知识的双向流动和创新资源的优化配置[41-42] 。
借助即时通信、视频会议等数字技术,企业能够更加高效地共享信息和数据,促使企业从封闭式创新转向开

放式创新,加快了从上游企业至下游企业的知识扩散[43] 。 同时,数字化技术深入渗透到企业的各项流程中,
帮助构建起企业间的知识网络[44] 。 使下游企业能够及时获取来自上游企业的创新信息和技术支持,从而提

升了各环节创新的协同效能,提高创新水平。
第三,在产品与服务层面,数字技术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数字化转型对企业的产品、服务创新方面具

有重要价值[20] 。 数字技术和数据要素能够广泛渗透到客户群体,帮助下游企业获取更多关于产品偏好、消
费信息的重要数据[45] ,通过加强企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推动了知识溢出和创新的提升。 数字化转型可以

满足消费者个性化需求,强化用户需求导向,提高企业的市场响应速度[18-19] ,使得下游企业能够根据外部知

识溢出调整产品设计和服务创新策略,从而提升企业在快速变化的市场环境中的竞争力,促进创新水平的

提高。 同时,下游企业不仅可获取到产品需求方面的信息,还能够获取到上游企业的生产经验,帮助企业实

现对传统生产流程、工艺的改造,实现生产流程的创新。
知识溢出作为一种重要的创新驱动力,能够促进下游企业的创新水平。 知识溢出往往具有正外部性,能够

降低企业的创新成本,促进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46] 。 另外,知识溢出还能促进企业间的知识交流与合作,从而

有助于创新主体充分利用创新网络的溢出效应,开展研发创新[47] 。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下游企业创新水平(H1);
数字化转型通过知识溢出进而提高了下游企业的创新水平(H2)。

三、数据、指标和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文以中国沪深 A 股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数据主要来源于以下几个方面:上市公司基本信息及财务

指标来源于国泰安(CSMAR)数据库,数字化转型指标基础数据来源于上市公司年报文本,专利及其引用数

据来源于国家知识产权局。 在行业划分方面,本文以《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为标准。
考虑到 2007 年开始实施的《企业会计准则》,本文以 2007—2022 年作为研究样本的窗口期。 为保证企

业微观层面数据的有效性,对样本进行如下筛选:①剔除金融类企业样本;②剔除考察期进行首次公开募股

(initial
 

public
 

offering,IPO)的企业样本;③剔除连续亏损、暂停上市、终止上市、退市类企业样本;④剔除数

据存在缺失的样本;⑤保留至少 4 年以上不存在数据缺失的企业样本。 同时,为减少微观数据异常值的影

响,对主要变量采取 1%的缩尾处理。 最终得到 2850 家上市公司的 19431 个样本。
(二)变量定义

1. 被解释变量:下游企业创新(Patent)
基于当前文献中关于衡量企业创新水平的共识[48] ,本文采用创新产出的指标来衡量下游企业的创新水

平(上下游是根据知识溢出的方向来确定,若企业 i 的专利引用了企业 j 的专利,则认为企业 i 为企业 j 的下

游),具体选取企业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授权数来度量企业创新水平,并借鉴普遍做法,对专利数加 1
取自然对数来处理。

2. 解释变量:数字化转型(Dig)
本文参考吴非等[49] 、肖土盛等[50]的研究,利用文本分析法,根据上市公司披露的年度报告中关于数字

化转型相关的词汇表述,构建一个关于数字化转型的词汇库。 具体步骤如下:
第一步,在巨潮资讯网中,获取全部 A 股上市公司在 2007—2022 年的年度报告,提取所有年报的文本

内容,计算文本长度,包括年报的语句数、词汇数和字数。
第二步,建立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谱。 本文参考了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 60 余篇高水平中外文期刊文献、

55 篇政策文件和若干研究报告等。 筛选出了与数字化转型相关的关键词,形成种子词。 为避免关键词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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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采用词向量模型(word
 

to
 

vector,Word2Vec),基于神经网络算法,通过词汇向量化与相似度计算得出语义

之间的相似性,对数字化转型的相关关键词进行扩充。 本文基于上市公司年报、政策文件、核心期刊论文等

大文本对 Word2Vec 机器学习算法进行训练,生成最佳算法。 基于第一步生成的种子词,运用经过训练的算

法进行近义词联想,通过人工确认、检查关键词的准确性并进行筛选,最终形成了完整的数字化转型关键词

词典,共收录关键词 511 个。
第三步,将前述提取到的关键词添加至 Python 软件包的“ jieba”中文分词工具,对年报内容进行文本分

析。 考虑到上市公司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MD&A)”部分(某些年份中对应章节题目可能为“经营情况

讨论与分析”“董事会报告”或“董事局报告”等)是管理层针对公司的经营情况、发展战略等重大事项进行

的针对性讨论与分析,较少包含与企业经营发展无关的文本信息,这部分信息具有及时性和准确性。 因此,
运用文本分析法对上市公司年报中 MD&A 部分的文本内容进行分词处理,统计上述 511 个数字化转型关键

词出现的次数。
第四步,基于数字化转型相关词汇逐一进行统计,并形成加总词频,由于这些词频数量具有明显的非正

态特征,因此,将其进行对数化处理,得到每个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指标。
第五步,参考杨汝岱等[51] ,构建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Dig)指标,为上游各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加权

平均值,权重是当年下游企业专利引用上游企业专利的次数占下游企业专利引用所有专利次数的比重,形
成最终指标。 Dig 越大,代表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程度越高。

3. 机制变量:知识溢出(Knowledge)
知识表现为非竞争性和非排他性,当一家已创新的企业对另一家企业的创新活动产生积极影响时,便产生

了知识溢出[30] 。 关于知识溢出的核算,一些学者采用人员流动[52] 、论文合作[53-54] 、企业生产率[55] 等指标来间

接衡量知识溢出,但目前广为接受的方法是由 Jaffe[56] 、Bloom 等[57] 采用的技术相似度指标来衡量知识溢出。
基于企业之间的互动现象,有学者发现上游企业和下游企业之间存在相互的知识溢出[58] ,上市公司对非上市

公司存在显著的知识溢出效应[59] 。 但前述指标无法具体量化知识溢出的程度,且无法观测知识流动的方向。
Jaffe 等[60]创新性地采用专利引用数据来衡量知识溢出情况,并发现专利引用具有明显的本土化特征。
Acemoglu

 

等[61]基于知识流动刻画了知识溢出指标,发现专利引用网络对未来的创新活动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基于此,本文参考 Acemoglu 等[61] 的研究来构建知识溢出指标。 定义 Citesi,j,t 为 t 年企业 i 专利引用企

业 j 专利的总次数。 定义 ωi,j,t 为 t 年企业 i 专利引用企业 j 专利的次数占比,如式(1)所示。

ωi,j,t ≡
Citesi,j,t

∑
J

j = 1
Citesi,j,t

 (1)

其中:J 为企业 i 的引用专利隶属于公司的数量,样本共涉及 113 万家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 ωi,j,t 衡量了

企业 j 的知识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企业 i 的创新,在创新链中。 将企业 j 称为企业 i 的上游,该定义能够观察

到知识的流动方向,且不受特定产业链部门的限制,可以捕捉到跨行业、跨学科和跨技术领域的任何潜在刺

激。 ωi,j,t 构建出了企业 i 和企业 j 之间创新知识的传播网络,在没有知识溢出的情况下, ωi,j,t 则简化为一个

单位矩阵。 然后,计算知识溢出指标,如式(2)所示。

Knowledgei,t ≡ ∑
j≠i

∑
5

τ = 1
ωi,j,t -τ lnn j,t -τ (2)

其中:n 为企业 j 的专利数量,样本包括了上市公司及非上市公司的千万条专利; ωi,j,t 为 t 年企业 i 专利引用

企业 j 专利的次数占比。 对于每个企业 i,列举了知识流向 i 的所有企业,并将过去 5 年的知识溢出程度进行

累加,得到 Knowledge,即相应年度企业 i 的知识溢出份额。 因此,Knowledge 数值越大,代表其他企业对企业 i
的知识溢出程度越高。

4. 控制变量

参考李宇坤等[62] 、曹虹剑等[63]的研究,选取的控制变量有:企业年龄(Age)、员工人数(Emp)、赫芬达尔

指数(HHI)、产权性质(Soe)、盈利能力(ROA)、资产负债率(Lev)、股权集中度(Top1)和科技型企业(Te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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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针对上述模型,还添加了年份虚拟变量(Year)和行业虚拟变量( Indus)来控制宏观经济变化及行业之

间的差异对企业的冲击。 关于年份虚拟变量的设置,由于样本范围在 2007—2022 年,因此共设置 15 个年份

虚拟变量。 行业虚拟变量的设置根据《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各行业按一级代码分类,制
造业按二级代码分类,共设置 46 个虚拟变量。 变量的名称及定义见表 1。

表 1　 变量名称及定义

变量 变量符号 定义

被解释变量 下游企业创新 Patent ln(企业发明专利申请数+1)

解释变量 数字化转型 Dig 上游企业平均数字化转型程度的加权平均值

机制变量 知识溢出 Knowledge 企业 i 引用企业 j 专利次数的比例,并累积过去 5 年的比例加权值

控制变量

企业年龄 Age ln(企业存续年数+1)

员工人数 Emp ln(企业员工人数)

赫芬达尔指数 HHI 公司主营业务收入与行业主营业务收入的比值的累计平方和

产权性质 Soe 国有企业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盈利能力 ROA 净利润占总资产的比重

资产负债率 Lev 总负债占总资产的比重

股权集中度 Top1 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

科技型企业 Tech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 (2012 年修订),将二级代码为 C24、C25、C26、C27、
C28、C37、C39、I65、M74 的行业认定为科技型企业,赋值为 1,否则赋值为 0

年份虚拟变量 Year 样本范围在 2007—2022 年,设置 15 个虚拟变量

行业虚拟变量 Indus 根据证监会《上市公司行业分类指引》(2012 年修订),各行业按一级代码分类,制造业按
二级代码分类,共设置 46 个虚拟变量

(三)模型设定

为研究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构建如式(3)所示的回归模型。
Patenti,t =β0 +β1Digi,t -1 +β2Controli,t -1 +Yeart +Indusi +εi,t (3)

其中:下标 i、t 分别为企业和年份;Patent 为下游企业创新;Dig 为数字化转型;Control 为控制变量,考虑到开

展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的作用可能存在一定的时滞,对解释变量及控制变量均取滞后一期;Year 为
控制了年份固定效应;Indus 为控制了行业固定效应; ε 为随机误差项; β 为待估参数。 为了得到稳健的结

论,在回归中均采取了公司层面调整的聚类稳健标准误。
(四)描述性统计

表 2 显示了全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下游企业创新(Patent)的最大值为 9. 074,最小值为 0,不同企业间

表 2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变量符号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最小值 最大值

Patent 19431 2. 861 1. 392 2. 773 0. 000 9. 074

Dig 19431 3. 193 1. 648 3. 549 0. 000 6. 423

Knowledge 19431 1. 384 0. 591 1. 534 0. 000 2. 427

Age 19431 2. 858 0. 357 2. 890 0. 693 4. 007

Emp 19431 7. 937 1. 257 7. 839 2. 303 13. 223

HHI 19431 0. 117 0. 124 0. 078 0. 014 1. 000

Soe 19431 0. 367 0. 482 0. 000 0. 000 1. 000

ROA 19431 0. 068 0. 109 0. 073 -0. 615 0. 313

Lev 19431 0. 425 0. 196 0. 420 0. 053 0. 876

Top1 19431 0. 347 0. 148 0. 327 0. 086 0. 747

Tech 19431 0. 372 0. 483 0. 000 0. 000 1. 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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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Patent Patent Patent

Dig 0. 371∗∗∗

(0. 008)
0. 331∗∗∗

(0. 007)
0. 285∗∗∗

(0. 007)

Age -0. 146∗∗∗

(0. 042)
-0. 125∗∗

(0. 051)

Emp 0. 465∗∗∗

(0. 023)
0. 494∗∗∗

(0. 022)

HHI -0. 323∗

(0. 172)
0. 292

(0. 225)

Soe 0. 140∗∗∗

(0. 041)
0. 245∗∗∗

(0. 041)

ROA 0. 771∗∗∗

(0. 115)
0. 915∗∗∗

(0. 108)

Lev 0. 156
(0. 099)

0. 031
(0. 099)

Top1
-0. 094

(0. 129)
0. 044

(0. 122)

Tech 0. 212∗∗∗

(0. 038)
0. 530∗∗∗

(0. 168)

Year No No Yes
Indus No No Yes

Constants 1. 678∗∗∗

(0. 026)
-1. 647∗∗∗

(0. 194)
-2. 026∗∗∗

(0. 238)

N 19431 19431 19431
R2 0. 193 0. 394 0. 456

　 注:∗∗∗ 、∗∗ 、∗表示结果分别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的创新水平差距巨大。 Patent 的中位数均小于平均值,说明大部分上市公司的研发创新水平偏低,而呈

现偏态分布。 数字化转型(Dig)的均值为 3. 193,最大值为 6. 423,最小值为 0,从时间趋势上来看,上市

公司年报披露数字化转型相关信息的频数逐年增多。 其他变量方面,资产负债率( Lev)的均值为 0. 425,
最大值为 0. 876,说明我国上市公司企业的总体杠杆率偏高。 股权集中度(Top1)的最大值为 74. 7%,整
体来看样本企业的股权集中度偏高,或许导致更高的委托代理成本。 盈利能力(ROA)的均值为 0. 068,
最小值为-0. 615,最大值为 0. 313,说明部分企业存在亏损状态,且上市公司整体盈利能力不高。 与此同

时,企业年龄(Age) 、员工人数(Emp) 、赫芬达尔指数(HHI) 、股权性质( Soe)等变量的特征均与现有文献

一致。 科技型企业(Tech)的均值为 0. 372,说明有 37. 2%的上市公司样本属于科技型企业,这一比例相

对较高。

四、数字化转型与下游企业创新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关系回归结果如表 3 所示,(1)列仅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2)列加入了控制变量,(3)列继续加入

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各列中数字化转型(Dig)的系数均为正,且通 1%的统计显著性检验。 这意味着,数
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下游企业的创新水平,上述假说得到了支持。

(二)内生性处理

由于数字化转型与下游企业创新可能存在互为因果的问题,即下游企业创新水平提高可能倒逼上游企

业开展数字化转型。 同时,也可能存在其他未考虑因

素,同时影响数字化转型与下游企业创新水平而存在

遗漏变量问题。 鉴于此,本文采用以下方法来缓解内

生性的问题。
1. 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工具变量法

使用工具变量法来解决反向因果问题。 本部分采

取以下几个方面的工具变量,第一,参考 Lewbel[64] ,
 

李

唐等[65] ,
 

杨金玉等[20] 的研究,构建 Lewbel
 

工具变量,
该方法构建的工具变量有助于消除内生性偏差。 具体

来说,将数字化转型指标与除自身外的按行业、省份、
年份分类的数字化转型指标均值差额的三次方作为第

一个工具变量(Lewbel_IV)。 第二,参考 Bartik 工具变

量的思想及杨汝岱等[51] 的研究,构建除企业当年所在

省份之外的数字化转型的均值,作为上游企业数字化

转型的第二个工具变量(Bartik_IV)。 上述工具变量均

按照下游企业专利引用上游企业专利次数的比重进行

加权计算。
回归结果如表 4 所示。 先考察工具变量的有效

性,结果显示,第一阶段工具变量与数字化转型(Dig)
存在 较 强 的 相 关 性, 满 足 相 关 性 条 件。 此 外,
Kleibergen-Paap

 

rk
 

LM 统计量均在 1%的水平上拒绝了

工具变量识别不足的原假设。 Cragg-Donald
 

Wald
 

F 统

计量大于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在 10%显著

性水平上的临界值,拒绝了弱工具变量的原假设,上述

检验验证了所取工具变量的合理性。 从估计结果来看,
数字化转型(Dig)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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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工具变量 2SLS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1) (2)

Lewbel_IV Bartik_IV

Patent Patent

Dig 0. 150∗∗∗(0. 021) 0. 319∗∗∗(0. 008)
Control Yes Yes
Year Yes Yes
Indus Yes Yes
N 19431 19431

Kleibergen-Paap
 

rk
 

LM
 

statistic 884. 959∗∗∗ 1491. 250∗∗∗

Cragg-Donald
 

Wald
 

F
 

statistic 2556. 305[16. 38] 61000[16. 38]
　 注:∗∗∗ 、∗∗ 、∗表示结果分别在 1%、5%、10%水平上显著;小括号
内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方括号内为 Stock-Yogo
弱工具变量识别检验在 10%显著水平上的临界值。

表 5　 Heckman 两阶段回归结果

变量

(1) (2)

一阶段 二阶段

Dig_dum Patent

Dig 0. 122∗∗∗(0. 015)
IMR 3. 154∗(1. 769)

Dig_mean 0. 261∗∗∗(0. 090)
Control Yes Yes
Year Yes Yes
Indus Yes Yes

Constants 7. 983∗∗∗(0. 692) -1. 855∗∗∗(0. 272)
N 14631 14631
R2 0. 387

Pseudo
 

R2 0. 137
　 注:∗∗∗ 、∗∗ 、∗表示结果分别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表 6　 个体固定效应回归结果

变量
(1) (2)

Patent Patent

Dig 0. 179∗∗∗(0. 005) 0. 176∗∗∗(0. 005)
Control No Yes
Code Yes Yes
Year Yes Yes
Indus Yes Yes

Constants 2. 289∗∗∗(0. 015) -0. 210(0. 454)
N 19431 19431
R2 0. 791 0. 798

　 注:∗∗∗ 、∗∗ 、∗表示结果分别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明数字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下游企业创新,基准回归结

果的结论仍成立。
2. 样本自选择的内生性问题:Heckman 两阶段模型

由于企业进行数字化转型相关信息的披露可能存

在自选择导致的内生性问题,本文采取 Heckman 两阶段

回归模型以控制样本选择偏误。 第一阶段,对企业是否

开展数字化转型的虚拟变量(Dig_dum)进行 Probit 估

计,在采用基准回归模型中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上游

企业所在省份同年同行业数字化转型指数的平均值

(Dig_mean)估计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概率,得到逆米

尔斯比率(IMR)。 第二阶段,将 IMR 作为控制变量加入

基准回归模型中进行分析。 Heckman 两阶段回归结果如

表 5 所示,(1)列为第一阶段回归结果,(2)列为第二阶

段回归结果,可以看到,加入 IMR 后的数字化转型指数

(Dig)系数依然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确实能够提

高下游企业的创新,本文结论依然稳健。
3. 遗漏变量的内生性问题:个体固定效应回归

模型

为缓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不随时间变化但随个体

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本文进一步在回归模型中控制

了企业固定效应(Code)。 表 6 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

转型(Dig)的系数均显著为正,结果与上述一致。
(三)稳健性检验

本部分对上述结果进行稳健性检验,先通过替换

被解释变量的方法对基准回归进行敏感性测试;然后,
通过替换解释变量和剔除不相关样本的方法对基准回

归进行稳健性检验。
1. 替换被解释变量

考虑到当前文献中衡量企业创新的不同方式,分
别选取下游企业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Patent1 )、发明

专利与实用新型专利申请数之和(Patent2 )、发明专利

授权数(Patent3 )、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Patent4 )来替

换被解释变量指标重新回归,表 7 结果显示。 替换被

解释变量的企业创新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

型提高了下游企业创新水平,支持前述结论。
2. 替换解释变量

考虑到数字化转型的不同度量方法,一是,借鉴吴非

等[49]在研究中的度量方法,在上市公司年报全文中提取

76 个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Dig_w),并取其对数作为

数字化转型的代理指标;二是,参考李鑫等[28] ,采用上市

公司年报管理层讨论与分析部分数字化转型词频数占比(Perdig)、上市公司年报全文的数字化转型词频数(Dig
_sum)及全文数字化转型词频数占比(Perdig_sum)三个指标重新衡量数字化转型,代入回归模型。

替换解释变量的回归结果如表 8 所示。 (1)列 ~ (4)列中,重新衡量的数字化转型指标(Dig_w、Perd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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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_sum、Perdig_sum)的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有助于提高下游企业创新。 所得

结果与基准回归结果一致,证明假设结论可靠。

表 7　 替换被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Patent1 Patent2 Patent3 Patent4
Dig 0. 168∗∗∗(0. 007) 0. 250∗∗∗(0. 007) 0. 114∗∗∗(0. 007) 0. 132∗∗∗(0. 007)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u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s -1. 627∗∗∗(0. 223) -1. 198∗∗∗(0. 211) -2. 442∗∗∗(0. 253) -1. 607∗∗∗(0. 222)
N 19431 19431 19431 19431
R2 0. 500 0. 512 0. 349 0. 499

　 注:∗∗∗ 、∗∗ 、∗表示结果分别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表 8　 替换解释变量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2) (3) (4)
Patent Patent Patent Patent

Dig_w 0. 301∗∗∗(0. 011)
Perdig 0. 623∗∗∗(0. 028)
Dig_sum 0. 220∗∗∗(0. 005)

Perdig_sum 1. 751∗∗∗(0. 081)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u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s -1. 744∗∗∗(0. 244) -1. 697∗∗∗(0. 246) -2. 067∗∗∗(0. 236) -1. 751∗∗∗(0. 245)
N 19431 19431 19431 19431
R2 0. 414 0. 405 0. 459 0. 406

　 注:∗∗∗ 、∗∗ 、∗表示结果分别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3. 考虑上游企业的策略性披露问题

企业关于数字化转型的文本披露可能存在自选择,一些企业针对数字化转型概念存在策略性披露和概

念炒作的心理,进而夸大关于数字化转型的信息披露。 为了排除这种嫌疑,参考肖土盛等[50] 的研究,进行如

下检验:①考虑到一些高新技术企业与数字技术的联系更为紧密,会影响到数字化转型相关信息在年报中

的披露含量,因此,剔除高新技术公司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其中高新技术公司的认定来源于 CSMAR 数

据库;②一些上市公司可能因虚假陈述、误导性陈述等原因受到过证监会或其他监管机构的处罚,这类违规

公司的年报披露内容可能存在较大的问题,因此剔除掉样本期间内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的样本,重新进行

回归分析;③同时,参考赵璨等[67]的研究,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决定模型,估计企业数字化转

型关键词的正常披露次数。
Digwordi,t = β0 + β1IPOagei,t + β2Dig_medi,t + β3Sizei,t + β4Levi,t + β5Growthi,t + β6PPE i,t + β7Top1i,t +

β8GHDumi,t + β9Wagei,t +
 

β10DIB i,t + β11Marketi,t + Yeart + Indusi + Provincei + εi,t
    (4)

其中:被解释变量 Digword 为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数,解释变量包括:企业上市年龄( IPOage)、年度行业内

其他企业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数的中位数(Dig_med)、公司规模(Size)、资产负债率(Lev)、企业成长性

(Growth)、固定资产密度(PPE)、第一大股东持股比例(Top1)、高管是否持股(GHDum)、高管薪酬(Wage)、
内部控制质量(DIB)、市场化程度(Market)。 同时,还控制了年度(Year)、行业( Indus)和省份(Province)虚拟

变量。 通过回归计算出数字化转型关键词的正常披露次数,残差 ε 表示异常披露次数,残差大于 0 的可能为

夸大披露,残差小于等于 0 的更可能为正常披露,因而剔除掉残差大于 0 的观测值重新进行回归分析。
排除策略性披露行为样本的回归结果如表 9 所示。 (1)列~ (3)列中,数字化转型(Dig)系数均在 1%的

水平上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提高了下游企业创新水平。 在剔除掉可能存在策略性披露公司的样本后,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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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考虑特殊年份和特殊地区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截取 2016—2022 年样本 剔除直辖市样本

Patent Patent
Dig 0. 284∗∗∗(0. 007) 0. 282∗∗∗(0. 007)

Control Yes Yes
Year Yes Yes
Indus Yes Yes

Constants -2. 183∗∗∗(0. 247) -2. 109∗∗∗(0. 239)
N 13647 15627
R2 0. 466 0. 437

　 注:∗∗∗ 、∗∗ 、∗表示结果分别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据回归结果得到的结论与上述一致,证明假设结论可靠。

表 9　 排除策略性披露行为样本的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剔除高新企业样本 剔除违规企业样本 剔除夸大披露样本

Patent Patent Patent
Dig 0. 132∗∗∗(0. 014) 0. 140∗∗∗(0. 014) 0. 116∗∗∗(0. 016)

Control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Indus Yes Yes Yes

Constants -1. 725∗∗∗(0. 266) -1. 726∗∗∗(0. 262) -1. 660∗∗∗(0. 272)
N 15292 16004 13749
R2 0. 386 0. 383 0. 381

　 注:∗∗∗ 、∗∗ 、∗表示结果分别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4. 考虑特殊政策和特殊地区的回归

考虑到一些政策和地区的特殊性,本部分将开展

以下稳健性检验:①我国于 2015 年正式提出了“数字

中国”战略,在这以后数字经济得到了快速发展。 因

此,本文将样本年限截取为 2016—2022 年,检验数字化

转型对企业的影响效果可能更有时效性。 ②考虑到直

辖市在我国的行政地位和特殊性质,其在经济发展、数
字化转型、社会特征等方面可能与其他省级行政地区

存在显著差异,且这些地区的上市公司所占权重较大,
对模型的整体拟合产生较大影响[68] ,因此,剔除掉直辖

市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
考虑特殊年份和特殊地区的回归结果如表 10 所

示。 从(1)列和(2)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数字化转型(Dig)的系数仍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

化转型显著提高了下游企业创新。 这些结果均与上述结果一致,证明结论可靠。
(四)异质性分析

前文揭示了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的显著作用效果,那么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在任

何情况下都成立,还是会随着一些条件的变化而呈现出差异性特征? 对于这些问题还有待考察,本部分旨

在讨论数字化转型影响企业创新的异质性特征。 从产权性质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方面开展异质性分析。
1. 产权性质差异

不同产权性质企业的信息含量、资源禀赋、融资渠道等存在较大差异,基于我国的国情特征,国有企业

在自身资源禀赋和政策扶持方面更占优势,加之可获得政府部门的“隐性担保”,国有企业会与政府部门保

持密切联系,能够及时获取相关政策、市场动态等信息[69] 。 同时,国有企业在某些行业中具有重要的主导地

位,政府会对其进行政策的倾斜,以确保国有企业能够实现预期的战略目标。 相比之下,非国有企业面临的

资源和信息优势相对薄弱,在获取市场信息方面不占优势,尤其是民营企业,往往处于较激烈的市场竞争环

境中,因面临“信贷歧视”和“所有制歧视”较难获取更多的金融资源以支持持续性创新[70] 。 因此,在不同产

权性质的企业中,数字化转型在企业中发挥的边际效应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将下游企业的产权性质与数

字化转型建立交乘项(Dig_Soe)代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如表 11 的(1)列显示,交乘项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 也就是说,数字化转型(Dig)对下游的

国有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相对更大。 这说明国有企业能够利用资源禀赋,较好地利用上游企业的知识溢

出,进而提升自身的创新水平。 而非国有企业往往基础薄弱、数字化渗透率低,因此,较难利用外部知识溢

出来提升创新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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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　 异质性分析结果

变量

(1) (2)
产权性质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Patent Patent
Dig 0. 254∗∗∗(0. 007) 0. 450∗∗∗(0. 041)
Soe -0. 076(0. 054)

Dig_Soe 0. 100∗∗∗(0. 015)
IPP 1. 481∗∗∗(0. 196)

Dig_IPP -0. 209∗∗∗(0. 052)
Control Yes Yes
Year Yes Yes
Indus Yes Yes

Constants -1. 919∗∗∗(0. 237) -3. 181∗∗∗(0. 293)
N 19431 18171
R2 0. 459 0. 456

　 注:∗∗∗ 、∗∗ 、∗表示结果分别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
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2. 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差异

企业创新水平的提高不仅与内生驱动要素相关,
同时也与宏观制度因素密不可分[71] 。 从这个层面来

看,知识产权保护制度是企业开展创新活动的重要保

障之一,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可以有效维护专利权益并

推动知识成果的转化及应用[72] 。 在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较高的地区,行政手段和法律制度较为完善,对专

利侵权等行为的打击力度更强,可以提升企业专利产

出[73] 。 而在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低的地区,创新成果

易被窃取,企业创新收益得不到有效保障,企业难以

保持持续创新的内生动力[74] 。 这使得企业可能转向

更多依赖外部知识所带来的竞争优势,以弥补其创新

成果保护不足的风险。 同时,由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

较低,企业之间更加依赖于创新网络实现快速学习和

技术迭代,这一过程对于下游企业尤其重要,他们能

够更频繁地从上游企业获取知识,进而提高自身的创新能力。
基于此,本文将讨论在不同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作用下,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差异。 根

据《全国知识产权发展状况报告》中发布的各省份知识产权保护指数,将其与数字化转型建立交乘项(Dig_
IPP),带入回归模型进行分析。 结果表 11 的(2)列所示,Dig_IPP 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负。 说明随

着知识产权保护水平的提高,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的促进作用在减小,这体现了在知识产权保护水

平较高的地区,企业依靠内生的利益驱动便可实现较高水平的创新。 而对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不高的地

区,企业往往需要依赖于外部知识溢出来实现创新水平的提高。

五、数字化转型的创新链溢出效应

(一)基准回归结果

通过前述理论分析,本文认为数字化转型主要通过创新链的溢出效应进而促进下游企业的创新水平,
下面将验证数字化转型是否形成了知识溢出效应。

本文建立数字化转型与其下游企业的知识溢出回归模型,如式(5)所示。
Knowledgei,t =β0 +β1Digi,t -1 +β2Controli,t -1 +Yeart +Indusi +εi,t (5)

其中:Knowledge 为知识溢出指标,根据式(2),采用企业 i 引用企业 j 专利次数的比例,并累积过去 5 年的比

例加权值来表示,控制变量与基准回归模型一致,且均控制了年份和行业固定效应。 式(5)中主要关注 Dig
的系数,若系数显著,则认为知识溢出作为传导机制的效应存在,具体的影响效果需要根据符号与显著性来

综合判断。
如表 12 所示,(1)列仅加入了核心解释变量,(2)列加入了控制变量,(3)列继续加入年份和行业固定效

应。 数字化转型作用于知识溢出的回归结果显示,数字化转型(Dig)的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

数字化转型对知识溢出的影响为正,验证了知识溢出作为传导机制的存在。 说明数字化转型可以提高知识

溢出水平,而下游企业通过吸收更多的外部知识和经验可以有效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

表 12　 传导机制分析回归结果

变量
(1) (2) (3)

Knowledge Knowledge Knowledge
Dig 0. 259∗∗∗(0. 009) 0. 238∗∗∗(0. 009) 0. 099∗∗∗(0. 008)

Control No No Yes
Year No No Y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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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变量
(1) (2) (3)

Knowledge Knowledge Knowledge
Indus No Yes Yes

Constants 6. 283∗∗∗(0. 034) 3. 847∗∗∗(0. 188) 5. 171∗∗∗(0. 208)
N 19431 19431 19431
R2 0. 090 0. 138 0. 335

　 注:∗∗∗ 、∗∗ 、∗表示结果分别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二)内生性处理

鉴于数字化转型与知识溢出之间仍然可能存在逆向因果的问题,本文采用工具变量法、Heckman 两阶段

模型、个体固定效应模型来缓解内生性的问题。 首先,采用工具变量法,参考前述研究,分别采用 Lewbel_IV
和 Bartik_IV 的加权平均值作为上游企业数字化转型的工具变量开展回归分析。 其次,采取 Heckman 两阶段

回归模型以控制样本选择偏误。 第一阶段,估计企业开展数字化转型的概率,得到逆米尔斯比率( IMR)。 第

二阶段,将 IMR 作为控制变量加入回归模型中。 最后,为了缓解模型中可能存在的不随时间变化但随个体

变化的遗漏变量问题,进一步在回归模型中控制了企业固定效应(Code)。 前述结果均得到了数字化转型显

著促进知识溢出的结论,证明结果稳健。
(三)稳健性检验

第一,替换被解释变量。 采用过去 3 年(Knowledge3)和过去 10 年(Knowledge10 )的知识累加值重新计算

知识溢出指标,代入回归模型。 同时,考虑到样本范围的一致性问题,本文仅识别出上市公司之间的知识溢

出(Knowledge_list)效应,以考察上游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上市公司的知识溢出效果。
第二,替换解释变量。 采用上市公司年报全文中的 76 个数字化转型关键词词频(Dig_w)、年报管理层

讨论与分析部分数字化转型词频数占比(Perdig)、年报全文的数字化转型词频数(Dig_sum)及年报全文数字

化转型词频数占比(Perdig_sum)重新衡量数字化转型,带入回归模型。
第三,考虑企业的策略性披露问题。 ①剔除高新技术公司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②剔除样本期间内

受到过监管机构处罚的样本,重新进行回归分析;③通过构建数字化转型信息披露的决定模型,将夸大披露

的样本剔除重新进行回归分析。
第四,考虑特殊政策和特殊地区的回归。 ①考虑到 2015 年我国提出“数字中国”战略,将样本年限截取

为 2016—2022 年重新进行回归分析;②考虑到我国直辖市在中国的行政地位和特殊性质,剔除掉直辖市的

样本重新进行回归。 上述稳健性检验均证明了数字化转型提高了知识溢出,支持前述结论。

六、进一步讨论

(一)不同维度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的影响

数字化转型是借助数字技术推动企业生产活动、经营管理的数字化,以实现在产品和服务方面的应用[75] 。
吴非等[49]认为,企业的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从底层技术嵌入逐步提升到市场场景应用的过程,可以将数字化转

型分为底层技术与实践应用两个层面。 余明桂等[42]在研究商业银行的数字化转型进程时,认为商业银行的数

字化转型是一个从认知到应用的过程,应用过程又分为组织变革和产品优化两个方面。 因此,本文将数字化转

型分为了“认知”“组织”“产品”三个维度。 从上述分析可知,数字化转型是一个从数字技术获取,到组织管理

优化,再到产品服务应用的一个动态过程。 因此,数字化转型可以分为不同的维度,且不同维度下的数字化转

型将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存在差异。 但是当前文献暂无深入探讨不同维度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作用效果,
本文尝试对数字化转型在不同维度上进行合理的划分,并探索这些维度对于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及差异。

为助推上市公司数字化转型,中国上市公司协会聚焦数字化转型中的热点技术及对产业的影响,对 300
余个上市公司的数字化转型案例进行了分析,将数字化转型分为技术与平台、组织与管理、产品与服务三个

维度,这三个维度的划分与现有文献形成了比较好的契合,且更为详细。 本文将依据此维度对数字化转型

指数进行细分,基于该分类标准,技术与平台维度是指数字基础设施的建设,能够为数字化转型提供相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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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层技术支撑,如大数据、云计算、工业互联网、物联网、人工智能、边缘计算、数字孪生、区块链、虚拟现实与

增强现实技术。 组织与管理维度是指通过打造一体化数字平台,整合企业内部信息系统,强化全流程数据

贯通,加快全价值链业务协同,形成数据驱动的智能决策能力,提升企业整体运行效率和产业链上下游协同

效率,如线上营销、远程协作、数字化办公、智能生产线、线上办公、远程会议、电子签名、网课等。 产品与服

务维度主要是将数字技术应用于企业生产流程、产品设计、客户服务等方面,是企业数字化转型的主要推动

力,主要应用于智能制造、智慧能源、智能交通、智慧医疗等场景。
根据数字化转型关键词分类统计,本文构建了数字化转型的分类指标体系,分为技术与平台(Tec)、组

织与管理(Ogi)、产品与服务(Pdu)三个子指数,将各子维度指数代替数字化转型指标(Dig),进一步判断各

子维度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 如表 13 所示,(1)列 ~ (3)列检验了不同维度数字化转型对内

部企业创新是否存在单独的影响,(4)列则将三个维度数字化转型指标同时放入一个回归模型中,对比分析

各维度数字化转型对企业创新的影响大小差异。
从表 13 的(1)列~ (3)列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各维度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均显著为正,再次证明了数字

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因果链条是显著的。 进一步对比分析各维度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

差异,从(4)列的结果来看,技术与平台(Tec)维度的系数值及显著性为最高。 可见数字化转型(Dig)对下游

企业创新(Patent)的影响主要来自技术与平台维度,即数字技术是推动下游企业创新提高的最主要因素。
随后是组织与管理(Ogi)维度,说明组织的变革也有助于下游企业创新的提高,尤其是在提升信息流通、业
务协同等方面,能够提高下游企业创新效率。 而产品与服务(Pdu)维度对企业创新的贡献不显著。 该结果

与上述分析一致,数字技术的使用可以加速企业的知识外溢,因此,更有助于下游企业创新的提高。 而产品

与服务则属于对企业现有产品和业务的优化能力,而并非会开展更多的实质性创新活动,因此,对下游企业

创新的影响相对较弱。

表 13　 不同维度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结果

变量
(1) (2) (3) (4)
Patent Patent Patent Patent

Tec 0. 315∗∗∗(0. 008) 0. 220∗∗∗(0. 019)
Ogi 0. 332∗∗∗(0. 009) 0. 117∗∗∗(0. 020)
Pdu 0. 392∗∗∗(0. 012) -0. 002(0. 020)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u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s -1. 966∗∗∗(0. 239) -1. 924∗∗∗(0. 239) -1. 857∗∗∗(0. 245) -1. 969∗∗∗(0. 238)
N 19431 19431 19431 19431
R2 0. 447 0. 441 0. 426 0. 449

　 注:∗∗∗ 、∗∗ 、∗表示结果分别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二)数字化转型对其他创新维度的影响

基于前述分析,数字化转型是推动下游企业创新的重要因素,同时证实了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的创

新数量具有显著提升作用。 那么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的创新效率和创新质量是否也形成了积极的影响,
探讨该问题是实现企业高水平创新和高质量发展的重要保障。

第一,参考温军和冯根福[76]的做法,采用创新效率(PR)来衡量下游企业的创新水平。 具体采用企业专

利申请数与研发投入对数的比值来计算。 回归结果如表 14 的(1)列所示,数字化转型的系数在 1%的水平

上显著为正,说明数字化转型促进了下游企业的创新效率。
第二,考虑到从创新成果数量上来衡量创新水平难免存在片面性和局限性。 一些文献开始采用专利所

包含的知识范围来度量创新质量[77] ,并衍生出了专利知识宽度等新的测算方法。 用知识宽度来反映企业的

创新质量,有利于克服专利数量来衡量创新质量的不足。 这是因为企业专利是企业创新成果的重要载体,
专利中所含的信息越广泛,说明企业的知识水平和知识结构越复杂,其他企业进行模仿和学习的难度就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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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因此,该指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基于此,本文借鉴张杰和郑文平[78]的测度方法,使用了国际专利分类表中的重要信息,采用知识宽度法

来衡量下游企业的创新质量。 具体计算方法,如式(6)所示。

Know= 1- ∑ (大组下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分类号数目
全部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的分类号数目 )

2  

(6)

其中:Know 数值越大,说明大组层面的专利分类号间的差异越大,即专利创造所运用的知识宽度越大,专利

质量越高。 然后,建立数字化转型与下游企业创新质量的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14(2)列所示。 可以看到,数
字化转型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结合前述结果可以认为,数字化转型不仅提高了企业的创新数量,而
且也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创新质量。

第三,除了知识宽度能够衡量创新质量外,企业的专利被引次数是企业创新成果的引用程度和市场

价值的体现,能够较好的衡量高质量创新水平[79] ,目前被许多文献所使用。 与知识宽度指标所关注的知

识多样性不同,专利引用更关注企业创新的影响力,体现了企业创新所带来的结果。 因此,探讨数字化转

型是否有助于提高下游企业的专利引用次数,是对于数字化转型提升下游企业创新质量这一论证的进一

步深入研究。 本文借鉴的方法,采用剔除企业自引用的发明专利总引用次数和实用新型专利总引用次数

之和(Citation)取自然对数作为下游企业专利引用的度量指标。 基于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专利引用的

回归模型结果如表 14 的(3)列所示。 数字化转型(Dig)的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这说明数字化

转型对下游企业专利引用次数具有明显的正向作用,再次验证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质量的

积极影响。

表 14　 数字化转型对不同维度创新的影响结果

变量
(1) (2) (3)
PR Know Citation

Dig 0. 249∗∗∗(0. 022) 0. 011∗∗∗(0. 001) 0. 142∗∗∗(0. 008)
Control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Indus Yes Yes Yes

Constants -10. 932∗∗∗(1. 039) 0. 635∗∗∗(0. 024) -2. 150∗∗∗(0. 252)
N 17359 19431 17202
R2 0. 316 0. 163 0. 476

　 注:∗∗∗ 、∗∗ 、∗表示结果分别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三)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 TFP 的影响

前文证实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那么本文预计数字化转型也对下游企业

的全要素生产率产生显著的影响。 全要素生产率采用最小二乘法、固定效应法、Olley-Pakes 法、Levinsohn-
Petrin 法估计得到,分别生成 TFP_OLS、TFP_FE、TFP_OP、TFP_LP 变量。 如表 15 所示,回归系数均显著为

正,说明提高上游数字化转型水平会显著提升下游企业的全要素生产率。

表 15　 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 TFP 的影响结果

变量
(1) (2) (3) (4)

TFP_OLS TFP_FE TFP_OP TFP_LP
Dig 0. 008∗∗∗(0. 002) 0. 008∗∗∗(0. 002) 0. 004∗∗(0. 002) 0. 006∗∗∗(0. 002)

Control Yes Yes Yes Yes
Year Yes Yes Yes Yes
Indus Yes Yes Yes Yes

Constants 7. 111∗∗∗(0. 238) 7. 413∗∗∗(0. 245) 5. 615∗∗∗(0. 213) 5. 715∗∗∗(0. 223)
N 19227 19227 19227 19227
R2 0. 938 0. 942 0. 880 0. 912

　 注:∗∗∗ 、∗∗ 、∗表示结果分别在 1%、5%、10%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经过公司层面聚类调整的稳健标准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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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结论与讨论

开展数字化转型是企业当前发展的重要战略选择,通过引用新一代数字化技术,企业能够更高效地管

理和共享资源,从而推动下游企业吸收更多的外部知识,提高下游企业的创新水平。 本文使用上市公司的

大规模专利数据,研究了企业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的影响效果及传导机制。 研究发现,企业开展数

字化转型通过知识溢出显著提高了下游企业的创新水平。 同时,在国有企业、低知识产权保护水平地区中,
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创新的促进效果更大。 进一步分析发现,技术与平台维度的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

创新的促进效果更明显,数字化转型对下游企业的创新效率、创新质量和全要素生产率同样具有明显的促

进效果。
本文认为,企业在进行数字化转型的过程中,应该重视知识溢出效应,充分利用数字化技术,构建开放

的创新生态系统,以提升自身及下游企业的创新能力和竞争优势。 同时,政府应该将重点资源向国有企业

倾斜,助力这类企业的知识吸收,促进其创新水平的提升。 另外,也应该重视对低知识产权水平地区的数字

基础设施投入,以更好地促进企业的知识吸收,进而提高企业的创新水平和创新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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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novation
 

Chain
 

Spillover
 

and
 

Downstream
 

Enterprise
 

Innovation
 

Zhang
 

Yang,
 

Zhang
 

Zhongwen,
 

Jiang
 

Jincheng
(School

 

of
 

Applied
 

Economic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China)

Abstrac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s
 

not
 

only
 

one
 

of
 

the
 

important
 

internal
 

driving
 

forces
 

for
 

enterprises
 

to
 

maintain
 

competitive
 

advantage,
 

but
 

also
 

one
 

of
 

the
 

singificant
 

driving
 

forces
 

for
 

empowering
 

the
 

innovation
 

networks.
 

Based
 

on
 

the
 

patents
 

and
 

citation
 

data
 

of
 

listed
 

companies
 

from
 

2007
 

to
 

2022,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downstream
 

enterprise
 

innovation
 

through
 

the
 

spillover
 

effect
 

of
 

innovation
 

chain
 

was
 

examined.
 

The
 

results
 

show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significantly
 

promotes
 

the
 

innovation
 

level
 

of
 

downstream
 

enterprises.
 

Moreover,
 

in
 

the
 

samples
 

of
 

state-owned
 

enterprises
 

and
 

regions
 

with
 

low
 

level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protection,
 

the
 

impact
 

of
 

digital
 

transformation
 

on
 

the
 

innovation
 

of
 

downstream
 

enterprises
 

is
 

greater.
 

Mechanism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knowledge
 

spillover
 

effect
 

is
 

an
 

important
 

mechanism
 

for
 

digital
 

transformation
 

to
 

promote
 

the
 

downstream
 

enterprise
 

innovation.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different
 

dimensions
 

has
 

different
 

impacts
 

on
 

the
 

innovation
 

of
 

downstream
 

enterprises.
 

Among
 

them,
 

digit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technology
 

and
 

platform
 

has
 

a
 

more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downstream
 

enterprise
 

innovation,
 

and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lso
 

has
 

a
 

positive
 

impact
 

on
 

the
 

innovation
 

efficiency,
 

innovation
 

quality
 

and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of
 

downstream
 

enterprises.
 

These
 

conclusions
 

enrich
 

the
 

relevant
 

research
 

on
 

enterprise
 

digital
 

transformation,
 

and
 

provide
 

important
 

practical
 

references
 

for
 

enterprises
 

to
 

actively
 

integrate
 

into
 

the
 

innovation
 

network.
Keywords:

              

digital
 

transformation;
 

knowledge
 

spillover;
 

enterprise
 

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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